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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审批“放权”背景下规划许可制度

改革路径探讨

□　王雨晨，刘合林，刘法堂，王智勇

[摘　要]规划许可制度是规划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央提出用地审批“放权”，这必然需要规划许可制度

的改革响应。在此背景下，文章从规划许可切入，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划许可制度的演变历程，结合同时期规划体系

及土地管理制度，探讨规划许可制度的内在演变逻辑，并在总结我国规划许可制度阶段性困境的基础上，从制度体系、许可

程序和监管机制3个方面提出规划许可制度的改革路径，以期为用地审批“放权”下的规划许可制度改革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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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Path of Planning Permiss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nd Us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Decentralization/Wang Yuchen, Liu Helin, Liu Fatang, Wang Zhiyong
[Abstract] The planning permiss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lann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 needs to respond 
to national requirement of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With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nning permission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evolution logic of the planning permission system in consideration with current 
land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a conclusion of the staged difficulties of China’s planning permission system, the reform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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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planning permission system under 
the land use approval and decentralization.
[Key words] Land us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decentralization, Planning permission system, Reform path

工作者等多方关注的焦点。例如，翁芳玲等人基于厦

门“三规合一”试点实践工作，从简化审批流程、改

革审批内容、共享审批信息和联动审批部门4个方面

探索规划许可审批制度的改革 [1]；张舰等人基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

实施的背景，提出要从缩小规划许可的范围与精简程

序、完善许可管理工作机构设施、明晰管理权限等6

个方面完善规划许可制度 [2]；何明俊从行政法的角度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

划法》)和《城乡规划法》中的规划许可特征进行比较，

发现规划许可制度呈现由“自由裁量”向“严格规则”

0引言 

2020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

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近年来，随着“放

管服”和“多规合一”改革的推进，规划许可制度和土

地管理制度作为城市建设发展及建设项目落地的两大重

要管理抓手，将在制度改革中愈加趋向融合，因此用地

审批“放权”也必然需要规划许可制度的改革响应。 

自2014年“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规划

许可制度的改革就一直是政府管理者、高校学者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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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特征[3]。

在当前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背景下，

不少学者针对规划许可制度改革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例如，何明俊提出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下的规划行政许可制度需要将

《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的

行政许可事项、流程进行改革与整合[4]；

毕云龙等人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

度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提出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许可制度的相关建议 [5]；姚爱国

研究了“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制度的许可范围、条件及程序[6]。

可见，学者们对于规划许可制度的研究

与同时期国家政策背景有着很强的关联

性，但大多研究仅立足于历史断面来思

考制度改革的走向，缺乏从纵向时间维

度对规划许可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内在逻

辑的探讨。此外，在当前用地审批“放权”

及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等多因素影响下，

更需要进一步研究规划许可制度的改革

路径。

1新中国成立以来规划许可制度的

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规划许可

制度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1949～

1977年 )、改革开放初期(1978～ 1989

年)、城市规划立法后(1990～2007年)、

城乡规划立法后(2008～ 2017年 )和行

政机构改革后(2018年至今)5个阶段的

演变(图1)。

1.1 计划经济时期：暂未能建立

真正意义上的规划许可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被认为

是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空间上的继续和

具体化，仍处于一种被动和封闭的状态[7]。

此外，我国在规划方法、技术和程序上

对苏联的照搬学习，也导致规划工作未

能形成自身特色。为了妥善处理建设占

用土地的问题，1958年国务院出台了《国

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明确了征地条

件、程序等要求，提出面积在300亩(约

20　hm2)以下、迁移居民在30户以下的

建设用地由县级政府审批，其他情况根

据“分散分级审批”用地审批制度进行

审批 [8]。可以认为该时期我国还未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规划许可制度 [2]，仅是在

土地管理的基础上间接地实现对规划建

设、项目落地等内容的管控。

1.2改革开放初期：随规划恢复而

初步探索的“两证”规划许可制度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重新

认识到城市规划的价值，要求尽快恢复

城市规划。基于已有规划经验，1984年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城市规划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明确了城市规划应分为

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建立了

城市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许可证和建设许

可证的“两证”规划许可制度。此外，

为实现对耕地的刚性保护，1986年全国

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25条

提出了“分级限额审批”的用地审批制

度，即国家建设征用耕地在1　000亩 (约

66.67　hm2)以上、其他土地在2　000亩(约

133.33　hm2)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其

中国家、省、市、县四级均有用地审批

事权[8]。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规划的恢复，

我国对“两证”规划许可制度进行了初

步探索，但是由于规划管理还未上升到

法治层面，相关规划违规现象仍然屡禁

不止。

1.3城市规划立法后：以规划为导向

的“一书两证”规划许可制度

1990年正式颁布施行的《城市规划

法》确立了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体系，提出了更为

完备的城市规划区内包括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的“一书两证”规划许可

制度，使得规划许可管理正式具有法律

依据。相比《条例》所确定的“两证”

规划许可制度，《城市规划法》新增对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要求，即“设计

任务书报请批准时，必须附有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书”，且第29

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

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第32条规

定“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可见，《城

市规划法》确定的规划许可制度更符合

我国城市规划的实际，但其未明确是符

合哪种类型的城市规划，可以说这是一

种规划导向的“自由裁量”许可体系[3]。

这一时期的用地审批制度则在平衡

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中不断演进。1998年

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 45条规定了

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

过 35　hm2、其他土地超过 70　hm2 的，

由国务院审批，其他情况由省级政府审

批。然而，部分省为了提升用地审批效

率，将用地审批事权下放至市级政府，

出现了“化整为零报批”现象 [8]，导致

大量耕地被侵占。因此，国务院及国土

资源部在2003年、2004年陆续出台了《关

于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

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系列文件，明确

用地审批权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加强

中央对土地供应总量的控制权，将权力

适当上收。

用地审批权的上收使得国家耕地保

护取得较大成效，但由于审批事权在国

务院和省级政府，建设用地的报批往往

需经较多层级部门，导致建设项目难以

落地、建设用地审批效率低等问题。显然，

用地审批制度的变化会影响建设用地许

可、建设工程许可等许可程序的进度，

规划许可制度和用地审批制度的矛盾冲

突明显，这也为后来的用地审批“放权”

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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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城乡规划立法后：以控制性详细

规划为约束的“一书三证”规划许可

制度

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城

乡统筹”等新发展理念以来，国家逐渐

把发展的焦点由城市转向城乡。2008年

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创立了城镇

体系、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

庄规划的五级规划体系，并构建了以控

制性详细规划为严格依据的“一书三证”

规划许可制度。与《城市规划法》所确

定“一书两证”规划许可制度相比，此

次改革的主要变化在于以下三点：一是新

增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程序，加强

对乡村建设活动的法制化管理力度；二

是根据土地使用权的不同，分别制定了

划拨方式和出让方式下的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的核发和领取程序；三是明确了

控制性详细规划与规划许可程序之间的

严格羁束关系，这也将过去“符合城市

规划”的模糊状态进一步明确至“依据

图 1  我国规划许可制度演变历程及许可基本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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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详细规划”。

在用地审批方面，国家为提高用地

审批效率而开始逐步“放权”。国土资

源部在2010年发布了《关于改进报国务

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申报与实施工作的

通知》，明确了城市建设用地申报与实

施的事权和责任。尤其自2015年“放管服”

改革被提出以来，中央进一步推进了用

地审批“放权”的改革步伐。2016年国

土资源部发布了《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

和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的

通知》，要求按照“国家批规模、控结构，

地方管项目、落用地”的原则组织用地

审批，简化、改进审查内容并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用地审批“放权”趋势符合维持国

家长期经济发展活力的需要。虽然《城

乡规划法》确立了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

严格依据的“一书三证”规划许可制度，

但其如何与土地管理制度相对接，以及

在用地审批“放权”过程中如何实现“放

得下，管得住”，仍需要对规划许可制

度进行不断优化和整合。

1.5行政机构改革后：“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下的规划许可制度重构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

确要组建自然资源部，整合原有住建部

的城乡规划及其他有关部委的管理职能，

这为“多规合一”奠定了良好的行政基

础。2019年 5月，国家发布的《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正式提出构建“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要求优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等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能和监管服务

水平。2019年 9月发布的《自然资源部

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

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针对规划许可制度

提出了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以及

合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批准的改

革要求，但该文件并未对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提出进一

步的改革建议。其后各省级政府也相继

出台了更为明确的改革要求，如2019年

湖北出台了《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建

设用地审批和城乡规划许可“多审合一”

改革的通知》，规定了优化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及整合乡村建设用地审批和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的要求。

在用地审批方面，《决定》提出用

地审批“放权”也必定需要规划许可制

度的响应。总体而言，在目前空间规划

改革、国土空间规划法尚未出台的过渡

时期，规划许可制度基本还是保持《城

乡规划法》的“一书三证”许可体系架构，

其改革不仅需要考虑原有《城乡规划法》

与《土地管理法》的协调对接，还需要

结合“放管服”改革和用地审批“放权”

等背景，进一步将规划许可制度和用地

审批制度有机融合，并简化审批层级和

流程，以实现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时期规

划许可制度的平稳过渡。

2我国规划许可制度的阶段性困境

2.1 传统城乡规划时期的困境：

“多规”冲突导致部门事权混杂

及规划许可审批困难

在传统城乡规划时期，由于存在和

土地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不同规划“打

架”的现象，不同政府部门间的事权混杂，

条块分割严重。按照通常情况，项目许

可审批采取“依申请审批”的原则，但

由于政府部门各自为政，若部门间审批

意见不合，则会造成建设单位与各部门

之间的协调成本较高[1]。以《城乡规划法》

中第37条“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建设项目”为例，建设单位需经

过批准、核准、备案、申请、核定等步

骤才能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且待

取证后才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

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其审批后才能

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可见，划拨

类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所需的审批

流程较为复杂，同时涉及规划和土地两

大主管部门，建设单位一般需通过同一

流程上的多道程序连续审批，才能真正

获得土地使用的许可。在建设项目规划

许可证的审批程序中，同一个工程建设

项目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实际中通常

需要多个部门的许可审批意见，使得企

业和建设单位有时为得到一个部门的审

批许可，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

间，且多数情况下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

“多头跑”，这既不利于建设项目的快

速落地，使得规划实施进度远远落后于

审批时间，也增加了企业和建设单位的

成本负担，导致许可审批难且所需时间

长的问题。

2.2空间规划体系重构时期的困境：

“多规合一”带来的制度融合矛盾

及“形合神散”问题

在当前空间规划体系重构时期，可

以说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规划许可制度

的“多规合一”就是《城乡规划法》中

的行政许可制度与《土地管理法》中的

土地管理制度的“合一”[4]。但是在《城

乡规划法》与《土地管理法》制定之初，

二者的制定逻辑和管制标准就有较大差

别。在许可管理制度上，前者主要依据

控制性详细规划来规定具体地块在空间

上的规模、开发强度和形态等硬性指标，

能更全面深入地指导工程建设项目的开

发和落地；后者则主要从土地本身的规

模和性质出发，强调土地的用途管制，

核心在于“切实保护耕地”，严格限制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的

规模。因此，在规划许可制度与用地审

批制度融合过程中自然会形成冲突和矛

盾，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是当下过渡期

的困境之一。同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下的规划许可制度存在明显的“形合神

散”问题，即表面看似“合一”，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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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未“合一”，主要表现为各要素的行

政许可制度缺乏统筹协调，如耕地、林

地和水域等要素的许可审批内容还未真

正融合在一起，且政策主要集中于土地

层面，其他空间的转用许可制度还不完

善[5]。

2.3用地审批“放权”时期的困境：

“放权”后所面临的监管机制及

乡村建设许可问题

《决定》提出要“将国务院可以授

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这意味着省级政

府将在用地审批上具有更大事权。目前

我国整体土地利用的区域化差异明显，

发达地区对土地的需求往往更高。随着

用地审批“放权”，审批流程会相对简

化，但如果未形成较为有效的监管机制，

将会导致大量“批而未供、供而未用”

的现象 [9]，严重降低土地的利用效率，

因此能否建立起“放权”后规划建设项

目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此次

改革的关键。

此外，用地审批“放权”除了能提

高城市建成区内的用地审批效率，还将

进一步促进农村存量土地的盘活。针对

除永久基本农田外农用地转用只需报省

级政府审批，简化的审批流程将有利于

整顿农村地区的闲置土地、复垦零散宅

基地等建设用地，进而推动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的建设 [9]，这对于加快促进乡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但从目前来看，

国家层面尚未针对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制

度改革出台相应的纲领性政策文件，仅

仅只是湖北等省级政府出台了相关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的改革文件。由此可见，

用地审批“放权”绝不是用地审批标准

的降低，亟待对“放权”后的规划监督

管理机制和乡村规划许可改革问题进行

跟进研究。

3用地审批“放权”下的规划许可

制度改革路径

3.1完善规划许可制度体系，深度

融合用地审批制度

针对空间规划改革阶段的规划许可

制度“形合神散”问题，理应综合林地、

水域等其他空间要素，构建全域全要素

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体系。但往往

城镇和乡村的市场需求更为迫切，活动

更为频繁，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城镇、

乡村建设开发用地方面的规划许可制度。

《决定》确定了首批包括北京、上海、

广东等8个试点省市，并明确用地审批“放

权”的基本事项包括用地预审、用地审

批和先行用地批准。本文从这三大事项

出发，提出完善规划许可制度体系的思

路(图2)。

(1)合并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与用地预

审。自然资源部委托省自然资源厅的用

地预审事项中包括需国务院或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审批和核准建设项目用地、

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项目用地

或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建设项目用地。

因此，应在《通知》提出的合并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意见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

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用地预审事项，完善

并形成全新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2)整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与用地批

准。结合国务院委托省人民政府的用地

审批事项(主要包括永久基本农田转建

设用地，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

以外的耕地超过35　hm2、其他土地超过

70　hm2 的土地征收，以及国家重点建设

项目的先行用地批准)，可考虑采用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内含建设用地批准书的

形式将两者整合到一起，同时完成规划

和土地两方面的许可审批事项。

(3)合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与用地审

批。对于乡村建设活动的许可管理，在

乡村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

设施和公益事业等建设活动的，可考虑

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和农用地转用审批

同步办理。其中，若情况符合国务院委

托省人民政府用地审批事项的，将由省

人民政府进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后，统一

合并核发内含乡村建设用地批准书的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3.2优化规划行政许可程序，提升

规划行政审批效能

(1)精简“一书”许可程序，提高用

地预审效率。由于省级政府受自然资源

部委托用地预审事项，可将用地预审权

图 2  用地审批“放权”下规划许可制度体系改革示意图

用地审
批“放
权”基
本事项

合并
整合
举措

规划
许可
制度

自然资源部委托省自然资源厅用
地预审事项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国务院委托省人民政府用地
审批事项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批准书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部委托省自然资源厅先行
用地批准事项

乡村建设用地审批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需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审批和核准的建设项目用地；
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项
目用地；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建
设项目用地

永久基本农田转建设用地永
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
以外的耕地超过 35　hm2、其
他土地超过 70　hm2 的土地征
收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先行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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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整合到自然资源部的许可程序。建设

单位只需向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随后上报至省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由其统一审查并通过用地预审

后，即可核发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可

见，将上报自然资源部与省级自然资源厅

合并为一个层级，可提高用地预审效率。

(2)优化“三证”许可程序，简化用

地批准流程。可考虑按照划拨或出让方

式分别优化相应许可程序。对于划拨地

块，由于其主要用于建设国家重大基础

设施等，许可程序应相对严格。其中，

对于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等项目，可

直接提交省级自然资源厅批准后，由市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含用地批准书)。而出让地块由

于商业属性及“招拍挂”的形式，需加

快项目落地。对于用地条件、规划条件

明确的出让地块，可考虑直接将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其他相关证件一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

中要占用农用地，且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的，要向省级自然资源厅

办理农用地转用许可。

(3)精简许可审批报件材料，创新许

可审批方式。除了优化“一书三证”的

基本主体程序，还应该从侧面通过精简

报件材料、推进并联审批等手段优化许

可审批过程。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及大数

据创新许可审批方式，实现“不见面审

批”。例如，2020年南京市自然资源局

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规划用地“多

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及图解

解读》提出依托一体化业务审批系统，

构建系统、流程、人员“三合一”深度

融合的模式，此举将整体审批效率提升

约30％。

3.3强化规划许可监管机制，提高

事中、事后监管能力

(1)明确各级政府的权责，制定相应

的监管政策。用地审批“放权”至省级

政府，将使其肩负更大的用地审批权责，

如省级政府受自然资源部的委托负责用

地预审审批，可直接决定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核发。因此，省级

政府要制定并出台监管政策，以规范监

管程序，如广东出台了《广东省承接国

家委托用地审批权试点实施方案》，提

出省自然资源厅要制定用地审查细则和

会审制度等配套政策，坚持严格审批。

同时，各市、县级政府也要明确相应权责，

确保报件材料的真实合法。

(2)创新监管机制，合理利用新兴技

术。依托“互联网+监管”的形式，收

集与整合各省、市级政府的监管信息，

建立涉及政府、企业、公众多方的一体

化网络监管平台，促进规划许可监管的

信息化转型；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

构建许可过程的监控预警模型，实现对

风险的远程预警监控；采用无人机、卫

星遥感影像等新兴手段核查违法违规的

用地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情况，助力

用地审查监管工作。

(3)加强规划许可公示，构建公众参

与体系。首先，要规范和细化规划许可

的批前批后公示标准及要求，采用多样

化许可公示渠道，如微博、微信等线上

及规划馆、社区等线下平台 [10]，营造高

效透明的监管环境。其次，要构建公众

参与和监督体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放

权”是要将权力下放到民间，而不是个

别政府 [11]，因此在用地审批“放权”下

省级政府要探索构建公众参与体系的相

关政策条例，汇聚公众的监管力量。

4结语

规划许可制度是规划管理制度体系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决定》明确将用

地审批“放权”至省级政府，这也指明

了未来规划许可制度所需要改革和响应

的方向。由于目前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尚

处于初期过渡阶段，相关管理制度建设

还相对滞后，本文主要聚焦城镇、乡村

建设用地来探讨规划许可制度的改革路

径。随着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进一步推

进，未来所面临的制度冲突和矛盾无疑

将更大，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的改革

也需面向全域全要素。因此，构建全域

全要素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将是

亟待深入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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